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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费孝通先生逝世三周年 

郭志刚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 

 

1 引言 

费孝通先生逝世近三年了。他为实现志在富民的理想、为中华巨龙之腾飞贡献了一生。作

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终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深入实际，他的业绩已经深深植入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术基础，他的学识和风范为我们后辈学人所景仰。 

我只是在很少几个场合有缘得见费老尊容，聆听他的讲话。有几次是费老出席北京大学社

会学系迎接新生的全系大会，一次是在吴江开会祝贺费老 90 寿辰暨学术讨论会，一次是随系里

几位同事到费老家里去探望， 后一次则是在八宝山的灵堂瞻仰他老人家的遗容了。在我的印

象中，费老生前每次谈话都饱含对中国发展的关注、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关注、

以及对年轻一代学者的殷切期望。他总是讲“要补课”，并且身体力行，在 90 高龄带病坚持读

书学习做笔记。我对费老这种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的表率敬佩之至。 

我稍懂事时便知道费老的大名，但恐怕还是文革时他正挨批的结果。真正受益于他的学术

影响则是在 1983 年我留学加拿大读社会学的时候。那时因为自己的导师 T.K. Burch 是家庭人

口学方面的著名权威，因此我就想以中国家庭为题做我的硕士论文，但又苦于当时在那里根本

找不到关于中国家庭研究的中文文献，只能利用图书馆中有的英文文献。其中费老早年

（Fei,1938）在英国出版的专著 Peasant Life in China（即《江村经济》）使我获得了对中国

家庭结构、社会关系、生育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和资料，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研究思路

和分析框架对我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帮助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模式。另外还有一本社会

学家杨庆 的专著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Yang, 1959）也对我

很有帮助。不过当时我孤陋寡闻，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1。由于我本科时学的是工业经济管理，

其实对社会学毫无所知，只是为了取得联合国人口基金奖学金出国留学才入了社会学和人口学

的门。 

出于一连串的偶然，其中也有费老著作的重要影响，我开始了自己的家庭研究。后来，我

在中国人民大学所做的博士论文仍然是从这一学术基础上的延伸。所不同的是，由于我的人口

学训练背景，我更侧重于宏观人口结构的影响和定量分析方法。 

后来，我的研究领域又扩展到婚姻、老年。再后来，由于我国计划生育加速了人口转变进

程，我又转而研究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尤其是在独生子女成为大规模社会和家庭现象时会对未

来的家庭结构有什么影响。为了开展这个研究，我花了 4、5 年时间潜心研制能够模拟这种变化

的人口预测模型，并解决了一系列如何从人口普查原始数据中淘取有关统计信息的方法问题。

有多少独生子女是直接与生育水平（尤其是孩次 2 的生育水平）相联系的，然而从 1990 年代以

                             
∗
 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家庭代际关系的人口社会学研究”（05JJD840002）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老年人口家庭、健康与照料需求成本研究”（70533010）的资助，在此鸣谢。 
1
 杨先生这本专著基于他解放初期在大陆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杨先生后来出国任教，是香港中文大学李沛良

先生在美国获奖作匹兹堡大学留学时的恩师。在 1980 年代初中国大陆重新恢复社会学科时，杨先生应费先生

之邀，鼎力相助，做了大量工作。李沛良先生在 2002 年参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 周年系庆大会做致辞时，

当谈及杨先生的故去，便禁不住当场涕泪交流，可见师生感情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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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我国真实生育水平的认识就存在着巨大分歧，虽然人口调查表明生育率极低，但是一开始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相信，认为这只是由于出生漏报的影响，但是越来越多的调查不断重复这

种结果，并且生育率越来越低，就促使我近年来又下了很大功夫去研究生育水平，寻找除了出

生漏报以外还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并且的确找到了其他的解释原因。 

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而言，辛苦自不必说，而且自己的研究结果很可能会出错，也可

能会招致种种压力。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实事求是，讲老实话、做老实人，实践费老的教导“出

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关于近年生育水平的主流认识过于侧重较高生育水平可能性，

却忽略了低生育水平的可能性。但是风险在于，这种认识已经长期（约 15 年）脱离实际调查结

果了。过去，我们还有理由将低生育率简单归结于出生漏报极严重，期待着以后的调查总能使

漏报的出生浮出水面。而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不断得到的新调查数据反复证明以往近 15 年来

的生育水平就是很低。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因为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观点问题，而是直接关

系到对我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 

以上我以自我学术回顾来怀念费老对我初入研究之门的学术影响和他的风范教我做人的理

念。下面，我以呈献我的一些家庭户研究结果来纪念费孝通先生逝世三周年。 

 

2 家庭户规模变化的人口学解释 

从中国历次人口普查看，由于家庭户户数和人口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绝大部分，集体户户

数和人数都很少，因此即使采用笼统的户口径资料也可以大体反映家庭户方面的变化，如果直

接应用家庭户的数据来研究当代家庭规模、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则更为有效。 

另外，我们还有十分完整的公安年报户籍统计的全国人口数和户数，可以计算出各个年份

的平均户规模。图 1 描绘了全国平均户规模的变化动态。所公布的公安户籍统计资料中的人口

数和户数都未区别家庭户和集体户，因此并不能十分贴切地反映家庭户的变化。1982 年、1990

年、2000 年所进行的三次全国人口普查都发表了区别家庭户和集体户的人口数和户数，还提供

了家庭户的平均户规模。此外，1987 年、1995 年以及 2005 年所进行的普查间全国 1%人口抽样

调查，也都提供了有关家庭户的详细统计数字。这些人口调查所提供的平均家庭户规模数字，

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户变迁，避免了集体户的人口和户数的扰动。 

图 1 中的平均（家庭）户规模曲线与人口出生率有着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 

我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指在 1958-1961 的户规模大幅度下降对应着经济困难时期的出生低

谷，这个时期户规模的下降其实 主要的并不是低出生导致每户平均小孩数量的减少，而是因

为虽然当时人口出现了负增长（死亡超过了出生）、但户数的年增长率却达到空前绝后的 37‰。

这种户数增长实际上与当时的经济调整和疏散城市人口的政策有关，它导致了一场由城返乡的

人口大迁移，因而促使了家庭的分化（郭志刚，2004）。所以，这一阶段平均户规模的下降只是

困难时期的特殊情况，并不是家庭分化立户与人口出生率之间关系的代表性反映。随着困难时

期度过和经济复苏，家庭分化立户又重新回到原有的轨道，户数的增长按较慢的速度发展，而

平均户规模又重新回到扩张的变化动态中去了。 

图 1 所反映的户规模与人口出生率的对应关系应当这么看：1962 年以后的出生率高峰不过

是对困难时期的低出生率的补偿而已，所以它的凸起在“正常”情况下本应填在困难时期的下

凹处。同时，我们也将户规模在同一阶段的异常下凹填平补齐。要是排除了这种异常变动以后，

户规模与出生率的一般性对应关系就比较清楚了。在 1974 年以前，出生率一直处于高水平。而

1974 年以后，全国开展了计划生育，出生率便大幅度下降了。而户规模的总趋势从上升转为下

降的分水岭正好也就是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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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历年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变化 

数据来源：1954-94年各年总人口和总户数引自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第354页。1995-2000年各年总人口和总户数引自国家统计局人口

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所有数字均为公安

年报户籍人口统计数。）  1999年及以前的出生率引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

社，2001年；2000-2005年出生率为国家统计局人口变动调查结果，转引自《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

据手册－2006》，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第163-164页。 

◆ 菱型点代表1953,1964,1982,1987,1990,1995,2000、2005年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均为历次全国人口普

查或1%人口抽样调查公布的统计数字。该系列的其他年份数字系通过上述各年份平均家庭户规模与年

报平均户规模之比值在各段之间得到等差序列比例后推算出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估计值。2001-2005年

家庭户平均规模来自国家统计局2002-2006中国统计年鉴（转引自《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

2006》，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第158页。 

 

 

图 1 中通过一些菱型的点显示了严格按家庭户口径统计的人口普查和 1%人口抽样的平均家

庭户规模。在新中国较早年代它们与公安户籍统计的笼统的平均户规模之间还比较吻合，但是

后来两者之间出现了较明显的差别。但是它们同样确认，中国户规模从 1974 年是一个转折点，

进入了缩小趋势。2000 年公安户籍统计的平均户规模为 3.59 人，而人口普查统计的家庭户规模

却只有 3.44 人。其中的差距不仅来自是否区别家庭户和集体户的口径不同，而且还反映了另一

种统计口径上的不同。公安户籍统计是按人口的户籍所在地统计的，而人口普查却是按人口的

常住地统计的（居住本地半年以上或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便在现住地登记）。1990 年代以来人口

大量迁移流动，然而很多迁移流动者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办理户口随迁，于是户籍统计很难反映

这种人口迁移和家庭分化的现实。而人口普查统计则并不拘泥于户籍的限制，因而能够更好地

反映人口和家庭的现状。 

此外，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正式公布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为 3.13 人，然而根据此次调查

原始数据样本（相当于总体 2‰人口）的计算，平均家庭户规模仅有 2.52 人。这么大的差距在

以往各次普查数据分析中从未出现过。显然，这是因为 2005 年调查对象口径的一些变化：调查

对象既包括所有户籍登记在本户的人（不管当时是否在家），又包括调查时点在本户的所有户籍

不在本户的人。所以，正式公布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很可能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而提供研究单

位使用的样本则是按以前的常住人口口径，已经删除了那些户籍虽然在此但已经外出半年以上

的人和来到本户生活不足半年的其他人。这种删除还导致了数据样本中大批家庭户中没有户主，

反映出户主本人已经长期外出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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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并且家庭户规模越来越小，人们普遍都理所

当然地认为家庭户分化应该处于加速的进程。从家庭分化立户角度说，其实出生率对家庭户规

模的直接影响并不是太大，以上引用出生率只是因为这个系列的统计数据很容易得到。换句话

说，其实整个少儿年龄段（0-14 岁）的人口与刚刚出生的婴儿在家庭分化立户上的影响都是差

不多的，即他们都得附属于父母或其他成年人，不能单独立户。而整个少儿人口的数量并不是

一年出生的结果，而以往 15 年的出生累积起来的，这就是我所强调的人口结构影响。 

从理论上说，家庭分化水平与家庭户规模不是同一层次的研究，这两者不能等同。家庭分

化水平实际上只是家庭户规模变化的原因之一，而人口结构也同样是家庭户规模变化的原因之

一。如果不首先控制人口变化的影响，也就很难从家庭户规模的变化来分析清楚家庭分化的影

响到底有多大。下面仅用人口普查提供总人口年龄结构比例套用于平均家庭户规模来做一个匡

算，看看在户规模变化中人口结构的影响程度，而人口结构不能解释的部分才可能归因于家庭

分化以及其他方面的解释因素（表 1）。 

 

表1  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对平均家庭户规模的分解分析 

年龄结构比例（%）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05 年 

0-14 岁 33.59 27.69 22.89 19.55 

15-64 岁 61.50 66.74 70.15 71.37 

65+岁 4.91 5.57 6.96 9.08 

平均家庭户规模（人） 4.41 3.96 3.44 3.13 

0-14 岁 1.48 1.10 0.79 0.61 

15-64 岁 2.71 2.64 2.41 2.23 

65+岁 0.22 0.22 0.24 0.28 

差额的比较 1982-1990 年 1990-2000 年 2000-2005 年 
平均户规模缩减量（人） 0.45 0.52 0.31 

每户少儿人数缩减量（人） 0.38 0.31 0.18 

户少儿数缩减占户规模缩减的比重 85.5% 59.4% 56.6% 

注：历次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家庭户规模数据引自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

计司编，《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第 7-8 页。以及国务院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

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年。 

 

从表 1 可以看出，1982 年以来户规模不断缩小是与少儿人口比例不断缩小相对应的。用各

年的平均家庭户规模直接乘以相应年份的年龄结构比例，便得到平均每户中的少儿人数、青壮

年人数、老年人数。这实际上是根据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比例将平均每户人数进行了相应的年龄

分解。从平均每户中不同年龄段人口数的变化，可以揭示出平均户规模的变化中的不同成分。

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抚养子女的情况。比如，1982－1990 年家庭户规模下降了 0.45 人，而同期

每户少儿人数下降了 0.38 人，因此每户少儿人数减少量占平均户规模减少量的 85.5%。由此可

见，该时期中户规模的下降虽然还存在其他原因（可解释缩减量的另外 15%），但可以说这段时

期户规模的缩小主要是由于少儿人口数的减少，其实也就是计划生育的影响。同理可以计算出，

在 1990－2000 年期间户规模缩小中少儿人数减少可以解释 59.4%，在 2000-2005 年期间这一解

释比例又进－步下降到 56.6%。这就说明，其他原因所能解释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但是目前少

儿人数减小的解释力仍占一半以上，所以还是平均家庭户规模变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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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以前户预测的检查 

费老的研究生涯中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不断重返同一研究实地，比如他曾七下甘

肃定西、而江苏吴江则先后去过三十余次。这一方面为了根据新情况、研究新特点，另一方面

则是不断重复地检验和深化以前的学术认识。这充分表现出他的研究是沿着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这样一个过程，同时体现出他对自己的研究和结论有高度的责任心。这应当成为我

们后辈学人的典范。 

我基本上是做定量研究的，实地去得相对较少，主要是在与数据和模型打交道。但是定量

研究也可以通过模型的不断改进来根据同一数据样本进行更深入的开发分析，也需要不断根据

新数据来检验和总结自己以前的分析结论。学术研究是通过不断进行实践检验积累起来的，

因此我们应该把握自己，切忌盲从各种诱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很难真正提高学术水平的。

同时，还要切忌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判断一个认识是否正确，只能坚持实践检验这个唯一标

准，既不能唯书、唯上，也不能少数服从多数。 

下面我用近年所得到调查结果来检验自己多年以前所做的一个户预测研究结果。 

由于一个家庭户只有一个户主，所以平均家庭户规模的倒数就是总人口户主率，它测量的

是总人口的分家立户水平。这是一个极粗的测量指标，因为少儿人口其实根本不能单独立户，

但是却混在分母中了。并且，即使是在成年人中不同年龄的分化立户倾向也是不同的，而且同

一年龄中还有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经济能力、健康状况等等各方面差异。为了简明扼

要，通常只分性别年龄来计算户主率。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用人口普查原始数据计算了我国性别

年龄别户主率，并分析了它们的一般模式及其变化（郭志刚，1995）。性别年龄别户主率是比较

稳定的指标，将它们与常规人口预测相结合就能够预测出未来年份的总户数和平均户规模。因

为户预测对于研究住房、汽车和很多耐用消费品的市场需求很重要，所以我国统计部门后来将

户主率也列为人口普查的标准统计表。十几年以前，我曾发表过第一个户预测的研究（郭志刚，

1991），现在很值得根据新得到的家庭户数据来回顾检查一下它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在当时做户预测时，我直接采用1989年联合国全球人口预测的中国中方案预测结果（United 

Nations，1989）。由于在整个预测期内成年人口均为当时已经出生的实际人口，所以高中低生

育水平假设并不影响预测的户数（因为不同方案的成年人口预测结果是相同的，而户预测又假

定少儿人口的户主率等于 0），但是预测期内不同的出生水平会影响到户规模的大小（因为少儿

规模越大户规模越大）。另外，当时尚未得到 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因此采用了 1987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数据样本计算的性别年龄别户主率。在这个户预测中没有考虑家庭户与集体户的区别，

直接就总人口来完成户预测。表 2提供了后来几次人口普查结果和这次户预测的结果。 

 

表2  比较人口普查结果与户预测的结果 

 普查公布结果  户预测结果 
年份 总人口 

(千人) 
总户数 
(千户) 

平均 

户规模 

平均家庭 

户规模 
总人口 
(千人) 

总户数 
(千户) 

平均 

户规模 

1990 1130511 278622 3.50 3.96 1135496 288675 3.933 

1995 1204574* 331889* 3.43 3.70 1214221 330763 3.671 

2000 1242612 351234 3.54 3.46 1285894 370636 3.469 

2005 1281945* 406869* 3.15 3.13 1341413 403505 3.324 

数据来源：1990、1995、2000、2005 年的普查统计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数据集。 

* 注：1995 年和 2005 年的全国 1%抽样调查结果已经按公布的抽样比复原为全国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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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看出，这一户预测的总人口均高于普查结果，而且相差越来越大，这实际上表明

联合国预测高估了中国后来年份的生育水平参数。但是如上所述，这种高估并不影响预测的总

户数。然而我们发现预测的总户数关于普查总户数上下波动。户数预测的误差除了人口预测已

经产生的误差外，还包括这一户预测并未区分家庭户和集体户的影响，并且实际上各年性别年

龄别户主率的水平和模式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变化。比如，这次户预测采用的 1987 年户主率指

标的直接标准化水平略低于 1990 年，而又略高于 2000 年2。所以其 1995 年预测户数略低于同

年的调查户数，而 2000 年反而又略多于普查数。2005 年预测户数又再次反过来略低于调查户数，

意味着近年来分化立户水平有明显提高。 

应当说，预测户数的相对误差并不太大。另外，从平均户规模来看，大体也还能接受。即

使预测中完全没考虑分化立户水平的变化，仅由人口变化所预测的平均户规模也大体上反映出

急剧缩小的趋势。但是由于联合国预测时高估了中国 1990 年以后的生育水平，因此各年人口数

的高估误差越来越大（多得就是少儿人口），所以越到后来平均户规模预测的误差就越大一些。 

总的来说，回顾检查说明这种户预测方法是可以应用于实际工作的，但是前提条件是要有

比较好的人口预测。此外，由于户主率变化并不是纯人口现象，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很大

影响，而我国正处于方方面面的急速转变时期，因此户预测目前不适于长期预测，仅适宜进行

5-10 年的中短期商用预测。 

 

4 计划生育对未来家庭代际人口比例的影响 

近年来，人们对独生子女及所谓“四二一”家庭结构问题十分关注，这是因为计划生育导

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独生子女。那么，到底已经有多少独生子女了？如果现行生育政策长

期不变对未来家庭结构有什么影响？如果进行政策调整，又会怎么样？应当选择什么时机、采

取什么步骤来进行调整更好？这一系列问题无论对于国家的发展规划还是学术研究都是必要的

基础信息。然而，这些方面的议论虽然很多，但严谨的研究很少，且定量化的研究更少。 

现在有多少独生子女其实与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以后的生育水平有直接的关系。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

个孩子开启了独生子女大潮。由于农村地区产生了一些问题，1984 年又允许经济不发达的农村

地区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段政策上的忽紧忽松导致了基层出现一些混乱，所以 1980 年代生育率

没有延续 1970 年代的直线下降趋势，而是出现总和生育率围绕 2.5 上下波动的 10 年徘徊。这

一阶段城市产生了很多独生子女，但是独生子女在农村实际上很少见。尽管如此，出生统计本

身并没有太多疑问。然而，1990 年以后出现对出生统计的很大争议，出生数量和生育水平一直

处于扑朔迷离的状况。1991 年党中央在两会期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座谈会，要求党政

一把手必须对计划生育工作负总责。于是，全国各地都狠抓了计划生育工作。1992 年全国计划

生育调查结果表明，总和生育率已经从 1990 年的 2.3 直落为 1.8。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的生育水

平落差这么大，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期，于是引发了调查统计存在严重出生漏报的怀疑。自那

以后，尽管后来几次调查都再次肯定了 1990 年代初生育率的骤降，并且表明生育率继续下降到

1.4 左右的水平。但方方面面对此极低生育率水平都不认同，10 多年来在实际工作和各种人口

规划中仍然沿用 1.8 的总和生育率水平。 

这就是说，我们的思想认识与实际调查结果出现了长期的严重脱节。这种状况对于把握当

前生育状况和预测未来趋势都有极为不利的影响。我曾经依据 2000 年人口普查和 2001 年全国

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等多渠道统计结果撰文指出，即使考虑调查中存在 18%的出生漏报，

1990 年代后期总和生育率处于 1.5 以下的可能性很大（郭志刚，2004）。通常几年后的调查会使

以前调查中所漏报的出生得以现身，然而 2005 年以来 新调查结果仍然支持我的这一结论。 

                             
2
 关于计算方法参见郭志刚（1995），这一结果的原因讨论参见郭志刚（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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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生育调查难免存在一定偏差，不一定能十分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但是反映总体趋

势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我之所以认为中国已经处于极低生育水平3的结论也并不仅仅是基

于一两次人口调查计算的生育率，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理由和证据支持。 

首先，现在的生育水平是与计划生育密不可分的。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实际上是由各地根据

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自行决定的，是多元化的政策体系，但是大体可以归纳为 4 种类型：1、在城

镇地区和一部分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2、在大部分农村地区

实行的政策是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夫妇允许再生育一个孩子。3、在一部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

区实行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4、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生育三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抑或没

有生育限制。（以下将这 4 类相应政策简称为 1 孩政策、1.5 孩政策、2 孩政策、及 3+孩的政策。） 

正是由于多元化生育政策的并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现行生育政策具体要求的全国平均

终身生育水平（后面将称之为政策生育率）到底有多高并无确切了解。几名学者于 1999 年自发

组成一个研究小组，在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自主地对这一问题开展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郭志刚等，2003）。这里仅转引其中几条 重要的统计结果（表 3、表 4、表 5）。 

0统计表明，执行“1.5 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名列第一位。执行“1 
孩”生育政策的人口比例排在其次，略高于 1/3。那么，执行这两种“极低生育率”政策的人口

合计占全国人口的 89％，而执行 2 孩政策或更宽松政策的人口其实很少。 

表3  按实际执行生育政策类型的人口分布（%） 

地区类型 1 孩政策 1.5 孩政策 2 孩政策 3 孩政策 

全 国 35.4 53.6 9.7 1.3 

 

对于一对夫妇来说，只能是生育 1个孩子或是生育 2 个孩子，不可能生 1.5 个孩子。如果

简单假定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性别比为男婴 107 比女婴 100，那么便将“1.5”孩政策下的人口划

分了两部分：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有 53.6%×(107/207)＝27.7%，而另外 25.9%可以生两个孩子。

于是便可以按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夫妇终身生育数量计算出分类比例，从而也就提供了终身

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人口比例，反映出现行生育政策对未来家庭结构的影响。0揭示出，按照现行

生育政策要求，63％的人口将只有一个子女，36％的人口会有 2 个孩子，有 3 个及以上孩子的

人口极少。 

表4  按现行生育政策要求的终身生育数的人口分布(％) 

地区类型 生 1 个孩子 生 2 个孩子 生 3+个孩子 

全 国 63.1 35.6 1.3 

 

0提供了全国的以及按东中西部分别计算的政策所要求的平均终身生育率水平，作为多元化

政策的一个综合反映指标。从全国的情况来看，人口的总平均政策生育率为 1.47，大体对应 1.5

孩政策的终身生育水平。 

表5  全国及东中西部的平均政策生育率 

地区类型 东部地带 中部地带 西部地带 全 国 

平均政策生育率 1.385 1.472 1.560 1.465 

                             
3
 人口学将 2.1 的总和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它意味着长期维持这种生育水平 终导致人口规模不变。低于更

替水平的生育率被简称为低生育率，如果低于 1.5 则称之为极低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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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析结果表明，现行生育政策要求的全国平均终身生育率就是极低生育率。因此，当

社会经济水平迅速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提高的情况下，调查数据所显示的极低生育水平并

没有太离谱。 

我的第二个理由是，所有调查数据还清楚的反映出近 10 多年来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和分孩次

的平均生育年龄持续推迟。人口统计原理可以证明，即使终身生育率完全不变，仅仅婚育推迟

便可以产生强大的影响导致时期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终身生育率。这一模型是由国际著名人口

学家 Bongaats 和 Feeney（1998）提出的。根据郭志刚（2000）用该模型对中国生育数据的分析，

1990 年代中后期由于婚育推迟的时期效应大约使总和生育率低于终身生育率约 0.3 左右。又比

如，京津沪这三个大都市人口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人们按照常理自然会认为它们的总和生育

率应该等于 1，但是 2000 年人口普查统计揭示出，京津沪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0.67、0.88 和

0.68。于是就令人感到费解了，有人简单地认为还是漏报问题，有人则认为是外来打工妹和在

校女大学生充当了生育率的分母而又并不生育所导致的结果。而我做的分析则表明，这两项都

不是主要原因，真正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大都市人口的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一直在显著地推迟

（郭志刚，2005）。 

低生育水平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也得到了联合国的特别重视，因为早在 1997 年

时就已经有 51 个国家和地区、44%的全球人口处于低生育水平，联合国为此于 1997 年专门召开

了专家会议来讨论低生育水平的问题，并出版了专集（United Nations, 2000）。 

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在 1990 年代也发生了同样显著的生育率下降。尽管这两个国家并无

强制性的生育政策，但是它们现在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1.1-1.2，成为全球之 低。欧盟的生育率

也降到了 1.5。所有极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都具有一个共性，即都存在显著的婚育年龄推迟现象，

这种现象的影响导致时期生育率大大低于终身生育率。Lutz 等人(2003）计算出欧盟人口的这

种生育推迟效应使欧盟的时期生育率实际降低了 0.3，这一幅度与上述中国近年的情况十分近

似。很多低生育国家的政府出台了种种措施尝试能够提高过低的生育率，但是至今收效甚微。 

其他低生育国家和地区的另一个共性现象就是实际生育率还大大低于妇女的生育意愿。比

如日本近年来调查结果表明，妇女的平均生育意愿数量一直维持在 2左右，然而实际生育率只

有 1.1-1.2。这就表明人们本心还是愿意有两个孩子，但是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竞争和压力导致

他们实际上已经不能或不愿意再承担两个孩子，因为这意味着其他方面会有损失。于是，实际

生育水平不仅会低于终身生育率、而且终身生育率还会低于人们本来的生育意愿。所以，低生

育国家和地区的现实情况就与以往生育转变前的情况发生了本质的改变4。 

这就引出了我认为中国生育率很低的第三条理由。中国当前的生育意愿水平略高于生育政

策的要求，但是也只有 1.73！所以，与生育政策要求的 1.47 生育率相比，一方面可以看出生育

政策仍然存在较大的限制作用，另一方面还应当认识到：在低生育条件下，即使没有生育限制，

实际生育水平也会低于意愿生育水平。 

再看一看中国这十几年来大量人口迁移流动、打工仔和打工妹大潮、家庭尤其是夫妇的（暂

时）分居、教育水平的提升等等，都与 1990 年代初时的状况有了巨大的差别。这些因素都会改

变生育观念、降低生育水平。 

所以，我们不应该轻率地将调查数据展现的极低生育率总是视为出生漏报的结果。尽管调

查中肯定存在一定程度的出生漏报，所以实际生育水平可能比调查统计略高一些，但是在总体

上调查结果所反映的实际生育水平向政策生育率不断接近的大趋势，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针对我国的情况，我们曾经做过如何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多方案预测模拟比较（郭志刚等，

                             
4
 过去都是实际生育水平高于意愿生育水平，所以设立家庭计划项目来帮助人们用避孕节育方法减少其“非意

愿”生育，即本来没想要的孩子。但是现在低生育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所以人口学家们开始转而研究为什

么实际生育低于意愿生育，并在探索什么对策能缩小这种差异，促使生育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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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5。这一模拟研究对各年的人口总数、出生数、劳动年龄人口数、老龄化程度等方面进行

了综合评价和方案选择，这里仅仅列举与家庭代际结构有关的一项结果。 

不同方案的选择应当尽可能地满足以下五个原则：（1）确保未来中国人口总量不超过16亿；

（2）将生育水平稳定在平均每对夫妇不超过 2个孩子的低生育水平；（3）尽量降低未来人口老

龄化的水平；（4）由于目前已经有大量育龄妇女由于政策限制，现在只有一个孩子，调整时考

虑尽可能地开放她们生育二孩，但又要保证总人口不突破上限，还要尽量化解政策调整初期所

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出生堆积现象（即 20 年积累的这类育龄妇女如果在一两年内同时生育二孩会

造成极大的出生高峰）；（5）调整工作要便于基层的实施操作。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我们设计和试算了许多不同方案。我们所说的调整主要指 1孩生育政

策和 1.5 孩生育政策的人口转变至较宽松的要求，而现在为 2 孩政策和 3 孩政策的人口并不涉

及调整，即维持现行政策不变。 

下限方案：这一方案对应的是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的情况。由于此方案达到的人口峰值

小，因此称为下限方案。其中考虑了现行政策中允许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但是因为下一代已经不是独生子女，所以他们又只能生育一个孩子。 
 

上限方案：这一方案假设在 2005 年开始全面放开生育二孩，将原“1 孩政策”和“1.5 政

策”调整为每对夫妇均可以生育 2个孩子，并保持原“2 孩政策”和“3孩政策”生育水平不变。

因此该方案的人口总量 大，因此将此方案定为政策调整的上限方案。 

在以上两级预测方案之间可以容纳一系列政策调整设计。我们实验了多种方案模拟。所有

中间方案的预测结果都显示出，无论在时间上怎么选择，一步达到全部开放二孩生育都不可避

免地在短期内形成极大的出生堆积。开放早了，堆积就略小点，但未来总人口会较大。开放晚

了，堆积就会较大，但未来总人口会较小。因此，在未来生育政策调整中化解出生堆积是一个

十分棘手的问题。于是我们尝试了按年龄分步骤地逐步开放二孩的模拟，并且选择了其中一套

方案作为建议方案，这套调整方案的模拟结果在各方面都相对较好。 

建议方案：为了避免政策调整初期出现过大的出生堆积，第一步，从 2005 年开始，只要夫

妇中有一方为独生子女便允许生育 2 个孩子，而且他们的孩子成年后均可生育 2 个孩子。第二

步，2010 年开始着手逐步地全面放开，首先允许 35 岁以上已婚妇女都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以

后每年将标准降低一岁，那么 10 年以后（2020 年）就达到了允许所有夫妇都可以生育 2 个孩子。

同时假设在对 1 孩政策和 1.5 孩政策育龄妇女开放二孩生育时有 10%的人自愿放弃6。 

后总的结果是：上限方案是不可取的。一是因为总人口会达到 16 亿，二是形成的出生堆

积极大。而下限方案的人口峰值只有 13.7 亿，但是未来老龄化极为严重， 高时 65 岁以上老

年人口比例达 28.4%，同时 2030 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便会出现急剧下降，每 10 年减少 1

亿。并且，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老龄化也非常严重。而建议方案达到人口峰值 14.66 亿后呈缓

慢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在 2030 年后的下降速度大约只有低方案的一半，并且建议方案的逐步开

放策略能大大缓解出生堆积问题。 

上述这些方面都是从宏观来评价的，我们还可以比较各年 60 岁以上老年妇女中只有一个孩

子的母亲所占的比例，用以反映不同政策调整方案的微观家庭后果（0）。 

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下限方案不仅宏观人口老龄化程度十分严重，而且在家庭结构上

的问题也 大。它将导致全国老年妇女中只有一个独生子女的比例 高时（2056年）达到52.12%，

                             
5
 这一模拟研究在 2003 年完成，它其实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几十名人口专家的分工研究系列的专题之一。 

6
 这一假设其实并不脱离实际。因为一孩生育后的自然继发性不孕比例就可以达到 5%。此外，不同生育意愿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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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老年妇女人数为 1.11 亿。需要特别指出，人口迁移等途径虽然可以调节地区之间的宏观

人口老龄化水平，但是并不能调节地区之间的微观家庭结构。 

2005 年一步全面开放生育二孩的上限方案所预测的这一比例很小，但我们已知这一方案的

在总人口和年出生指标上都不可接受。建议方案在这一指标上的峰值水平大约正好处于上限方

案和下限方案的中间，在 2038 年达到 29.39%，相应人数为 5923 万人。建议方案在这一比例上

的降低是因为较早地依次按年龄对已经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一孩妇女做了挽救性的开放生育。

所以，建议方案兼顾了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既有利于社会与家庭之间的和谐，也有利于长期持

续和稳定的发展。 

 

 

图 2  全国老年女性(60+)中只生一孩的比例（%） 

 

上述建议方案不过是我们设计的多种模拟方案中相对比较稳妥的一种方案。从以上预测结

果可以看到，在上限方案和下限方案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回旋余地，还可以继续探讨其他更多的

可能方案，也可以在政策调整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监测来对开放程度加以适当的调整。 

上述这个预测模拟研究实际上是从 1990 年普查数据为基础做起的，假定 1990 年代生育率

从 2.3 先下降到 1.6，然后再继续下降到 2005 年的 1.5。从 1995 年至 2005 年所有调查数据的

生育率比较来看，这套生育率假设对 1990 年代的出生还是有可能高估了。其结果仍有可能高估

了总人口、低估了老龄化程度以及家庭独生子女化的水平。 

 

5 结语 

从我看到费老英文版的《江村经济》并写出自己第一篇稚嫩的家庭户研究论文，到今天用

相对成熟的统计方法和模型来定量地研究家庭户和代际关系，其间经历了艰辛的过程。首先是

要坚持不断的学习，特别是优先学习那些 可能用得上的理论和方法。有的理论和方法只为了

借鉴一个思路，有的就得下功夫学懂弄通，还有的必须要自己动手做出来，否则只能算知道了、

并不算学会了。就是会操作了，还得想清楚如何能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这甚至应该是在深入

学习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哪些地方还可以改进得更为适合于自己的研究。社会现象这么复杂，

各种思路和研究方法都会有自己的用武之处。费老开创了一种研究方式，连他的老师马林诺夫

斯基也赞叹不已。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都得按这一种方式来做自己的研究。就是研究同一个对

                                                                                    

查结果都表明，在 1孩和 1.5 政策地区，只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中还想再生二孩的比例远远低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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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思路。这就是百家争鸣。自己 擅长的理论和方法会更容易出成果，

但往往同时使自己囿于其中，就是方法论中所说的学科或视角的还原论（即执拗于某一学科理

论或方法的推理结果）。所以，研究人员特别要清楚自己在研究上的弱点和 容易出错的地方，

特别要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不断自我反思，并且 重要的是要通过实际观测来不断地检验自己

的研究结果，并勇于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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